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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消解与文化想象: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粤剧在新加坡传播场域的变迁

*

黄露，杨敏

( 广西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摘 要: 随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加坡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新加坡粤剧的传播场域从

以神庙戏台为主的民俗场域，延伸到以游艺场为主的经济场域。游艺场的演剧台、电影院成

为粤剧传播的重要场所。在游艺场的演出中，粤剧汲取各家之长，积极融入商业体系和消费

文化。粤剧在与其他华语戏曲的同台演出中，使华人对文化共性的认识日益加深，消解了华

人方言社群之间的边界。同时，粤剧在与他族艺术的交流中，使华人对文化差异性的了解也

不断加深，进而深化族群认同感。游艺场中的粤剧电影以华人群体为受众对象，通过在影像

中呈现故土风貌与乡音民俗，承载“文化中国”的想象，满足华人移民的审美期待，强化华人

的族群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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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必然要以文化复兴为支撑。巍巍五千

年的中华文明滋养了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为民族的

复兴与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其中，戏曲艺术是多

种艺术的综合结晶，包含舞蹈、音乐、美术、武术等艺

术表现形式，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呈现载体，也是中华

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媒介。然而，随着现代化与全

球化发展，“机械生产式”的文化工业挤压着“手工制

作式”的戏曲艺术的生存空间，许多根植于农业文明

的传统艺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生存困境。

粤剧享有“南国红豆”之美誉，作为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享誉中外。早在 19 世纪，粤剧就随着岭南

移民传入东南亚、美洲等地，此后历经百年而不衰，绵

延生息，历久弥旺。［1］103 粤剧亦被誉为最具改革开放

品格的戏曲剧种，［2］27在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粤剧一

直积极应对全球化与现代化，适应不同媒介的生存环

境。新加坡被誉为粤剧的第二故乡，有关戏剧的演出

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 1842 年。［3］139 由于新加坡华人

众多，粤 剧 在 新 加 坡 拥 有 良 好 的 受 众 基 础。截 至

2018 年 6 月，新加坡总人口为 564 万，其中华人占

75%左右。［4］76粤剧的传承与发展颇受新加坡学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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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因此，有一些学者认为，除了中国之外，能将戏

曲的传承上升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层面的国家只有

新加坡。［5］68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播，是基于新加坡华人

的移民实践，粤剧是新加坡华人构建社群的重要文化

资源。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播呈

现出不 同 的 样 貌，在 华 人 社 会 中 发 挥 着 不 同 的 作

用。［6］87

20 世纪初，新加坡作为全球交通枢纽的地位日

渐凸显，经济蒸蒸日上，华商资本日趋雄厚，华人移民

在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进一步追求情感上的满足

感。这一时期，粤剧的传播对象从神庙戏台下的来自

同一方言社群的同乡移民，延伸到涵盖各个方言社

群、各行各业的华人群体; 粤剧的传播场域也从以神

庙戏台为主的民俗场域，延伸到以游艺场为主的经济

场域。经济场域即行动者从事经济交换活动的场域。

经济场域中的粤剧演出活动作为文化商品，在市场货

币体系下进行交易。

本文聚焦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加坡粤剧传播

场域的变迁，基于对这一时期粤剧展演相关史料的整

理，探讨以下问题: 粤剧如何消解华人方言社群之间

的边界? 对背井离乡的华人移民而言，游艺场中的

粤剧演出如何消解华人方言社群之间的边界? 全

球化背景下粤剧作为传统文化的生存策略是什么?

为什么粤剧能承载“文化中国”的想象? 二十世纪

二三十年代粤剧在新加坡游艺场中的演出为传统

艺术如何融入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份可供参考的答

卷。

一、传播场所的变迁: 从神庙戏台到游艺场

19 世纪中后期，新加坡粤剧的传播场所从神庙

戏台延伸到商业性戏园。及至经济高速发展的二十

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的传播场所进一步延伸到游艺

场。游艺场是汇集了演剧场、杂技场、茶馆、咖啡馆、

电影院、赌博场等多种娱乐产业的经济场域，是西方

大众消费主义的产物。游艺场中的演剧台、电影院成

为粤剧传播的重要场所。在游艺场的表演中，粤剧汲

取各家之长，积极融入商业体系和消费文化。

区别于神庙戏台的粤剧传播，游艺场中的粤剧表

演具有商品化特征。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诞生于西

方的大众消费主义文化蔓延全球。但是，作为传统文

化的粤剧，并没有被西式娱乐文化侵蚀，而是积极接

受消费主义收编，成为经济场域中重要的文化商品。

粤剧表演的场所有以单一地方剧种为招牌的戏园，还

有拥有各式各样娱乐活动的游艺场。游艺场中的戏

曲表演包罗了来自不同地区的方言戏曲，各剧种相互

学习改进，对剧种风格影响深远，这种表演模式是消

费主义收编传统文化的表现。

19 世纪中后期，新加坡戏园的出现标志着新加

坡戏曲开始商业化。1857 年，新加坡成立了粤剧戏

班行会———梨园堂。梨园堂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新

加坡的粤剧活动已经具备组织性。1887 年，清朝官

员李钟珏游历新加坡，他在其后出版的《新加坡风土

记》中记载了华人移民在新加坡的基本生存状况。

“五种人数，以中国为最多，其次巫来由”［7］51，可见当

时的华人族群已经是新加坡人数最多的族群。“叻

中华人最多，亦最富”［7］53，说明当时的华人已经积累

了雄厚的财富，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一时期，生

存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华人移民，开始进一步追求娱

乐活动方面的满足感。“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

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

者。”［7］55粤剧作为商业性的娱乐工具，开始成为华人

移民的休闲消费对象。

20 世纪前叶，粤剧的商业演出场所从传统戏园

转向游艺场，这是新加坡戏曲商业化成熟的表现。这

一时期，新加坡的经济快速发展，华人企业发展迅速，

南来新加坡的华人数量进一步增加。及至 20 世纪

20 年代，由于经济的发展与观众基数的增加，新加坡

的商业戏曲发展进入黄金时期。［3］48 粤剧的商业演出

场所从传统的戏园，转向了大型的游艺场，如新加坡

的新世界游艺场( 见图 1) 、欢乐园、车马水的大舞台

等。粤剧成为人们进行休闲娱乐活动的一大选择，很

多华人因此前往游艺场消费。

图 1 新世界游艺场①

宋蕴璞笔下的欢乐园和新世界是包含戏园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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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型游艺场，欢乐园在大坡，新世界在小坡园，包括

演剧场、茶馆、咖啡馆、电影院、赌博场等。在包罗万

象的游艺场中，粤剧成为娱乐消费菜单上的一项任人

挑选的节目。而在与其他娱乐活动同台竞技时，粤剧

表演并没有显露颓势，粤剧剧目每天都能在新世界游

艺场中展演。［8］458可见，游艺场中的粤剧演出，迎合了

观众的喜好，极具市场竞争力。［9］27

区别于传统戏园，大型游艺场具有两方面特点:

一方面，游艺场的娱乐活动丰富，各种传统表演与艺

术活动汇聚一处; 另一方面，游艺场广纳各方来客，这

些来客只有消费多少之分，没有族群之别。可以说，

游艺场以商业体系消解了各类传统文化与各个社群

及族群的界限，将这两者分别同化为市场体系中的商

品与消费者。

二、身份的重塑: 从民俗仪式到文化商品

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

诺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下，文化工业已经形

成，它 将 商 业、制 造 业 以 及 文 化 艺 术 融 合 在 一

起。［10］104－105游艺场中的粤剧表演，融合了商业与戏曲

艺术，将戏曲艺术明码标价并纳入商业体系。电影工

业的出现，实现了戏曲艺术的“批量生产”，进一步加

速了粤剧的商品化。

( 一) 粤剧的商业化

民俗场域中的粤剧，其受众只有神和信众之分，

并且，神庙戏台下的信众是平等的存在。而经济场域

中的粤剧，则将粤剧表演纳入价格体系，通过不同的

定价将观众分成不同的等级。粤剧表演的市场化暗

示了粤剧传播参与者的不平等。

宋蕴璞在《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中记录了

华人在新加坡的娱乐活动，其中特别提到戏园在新加

坡的重要地位，以及 20 世纪初期戏园的价格体系。

价格体系使得不同戏园的观众被纳入不同的层级。

比如专演西洋戏及西洋舞蹈之类的礼佛士纪念戏院，

“戏价甚昂贵，最低者三元，多至五六元不等，除非是

西洋官绅富商或华侨资本家，不能入内观看”［9］54，可

见礼佛士纪念戏院面向的是资产殷实的上层社会人

士。而豆腐街的广东戏园，“专演粤调大戏，价二三

角”［9］55，可见广东戏园面向的是中下层移民。价格体

系还使得同一戏园的不同位置也被明码标价。“观

者先购入门券，价二三角，场中皆藤椅，又分数等者，

有罗汉椅、美人椅、风流椅等等，价各不相同，低者五

六角之谱。”［9］55 不同的付费标准对应不同的观众席

位，可见，即使在同一场粤剧表演中，观众也是地位不

平等的消费者。

( 二) 粤剧的景观化

粤剧表演的景观化表现为粤剧表演对视觉的强

调。

1．粤剧舞台的景观化。这一时期，“舞台之铺陈

华丽，电灯者五光十色。凡演移居，只重配景新奇，只

求戏服炫艳”［11］226。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人类对电

和光的运用日趋成熟。20 世纪的粤剧吸收了国外电

影、歌舞、戏剧的舞美技艺，将电和光引入舞台设计，

甚至戏服设计，以制造视觉奇观。

2．粤剧演员的偶像化。“昔日之剧，则重在艺，情

节次之，声再次之，色又次之……今日则不然，首重其

色。”［11］122粤剧演员的偶像化与观众对视觉刺激的追

求是一致的。演员的外表取代表演技艺、故事情节，

成为决定剧目是否卖座及卖座程度的关键。此外，被

偶像化的粤剧演员成为商业营销的重要工具。戏园

通过报纸广告、橱窗广告等，将名伶登台的消息广而

告之，吸引观众入场消费。

( 三) 粤剧的影像化

粤剧是最早进行商业性影像化的戏曲剧种之一。

粤剧电影脱胎于粤剧，具有平民性、商业性、娱乐性和

通俗性等特征。随着岭南华人的移民活动，粤剧电影

在海内外广泛传播。东南亚华人一度成为粤剧电影

的投资主体。［12］88粤剧电影在新加坡颇具影响力。游

艺场中的艺人演出是新加坡戏剧演出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为他们演出频繁且时间持久，所以接触的观众

面较广，影响巨大。［13］92－93当时具有影响力的粤剧艺人

往往具备粤剧名伶与电影演员的双重身份，如薛觉

先、唐雪卿、马师曾、白驹荣、红线女等。《白金龙》是

最早的粤语有声电影，由薛觉先主演，于 1933 年在上

海首映，随后在广州、香港和东南亚的多个城市上映。

电影十分卖座，在东南亚华人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

响。这部影片是由邵氏兄弟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与

薛觉先创办的南方影片公司联合出品的粤剧时装戏，

也是邵氏兄弟打开东南亚市场的重要助力。电影上

映后，薛觉先前往新加坡考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

度重视，大小报纸以显著版面报道薛觉先的行程，直

呼薛 觉 先 为“白 金 龙”，并 称 赞 薛 觉 先 为“粤 剧 泰

斗”。［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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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界的消解与灵韵的消散

全球化在经济方面表现为全球性市场的开辟与

商品的互通，在文化方面则表现为兴起于西方的大众

消费主义文化的全球性蔓延。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

40 年代前期，新加坡的资本主义经济蒸蒸日上，外来

人口急剧增加，消费主义迅猛发展，娱乐活动成为重

要的市民消费选择与资本谋利手段。全球文化和以

传统文化为代表的地方文化常常被视为一组对立的

概念，但在粤剧的商业演出中，我们可以发现，粤剧作

为传统文化，积极接受全球文化与消费主义收编，从

全球文化中汲取现代商业元素，从消费主义中源源不

断地获取生长养分。

( 一) 从方言社群到华人族群

20 世纪初期，新加坡经济的发展促使南来的华

人数量持续增长。这一时期，西方宗主国将工业革命

的新型产业发展到其东南亚的殖民地，拉动了东南亚

铁路、电力、港口、航运、制造业的发展。此外，传统的

种植园经济、采矿业也有了一定发展。行业的进步带

来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在经济的拉动下，大量华人

下南洋，谋求发展机会。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东南

亚各殖民地的宗主国由于卷入战争，对东南亚的投资

中断，原来被西方资本压制的华商资本在这一时期乘

势崛起。因为华商资本更愿意雇佣华人职工，所以华

人就业人数逐年增加。据统计，20 世纪 20 年代的东

南亚华人移民约有 510 万，这一时期东南亚的中国移

民数达到高峰。［15］74人口的增加与经济的繁荣促进了

娱乐产业的发展，华人群体中形成消费风尚。游艺场

作为娱乐项目汇聚之地，是资本发展的重要经济场

域。在游艺场中，价格体系消解了消费群体的地域区

隔，使游艺场成为广纳来客的消费场域。

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认为，人类的需求

可以分为五种，即第一层次( 最低层次) 的生理需求，

第二层次的安全需求，第三层次的情感需求，第四层

次的自我尊重需求，以及第五层次( 最高层次) 的自

我实现需求。克莱顿·奥尔德弗在此基础上更进一

步，提出了 EＲC 理论，即人类的需求可以划分为生

存、关系和成长三个大类。其中生存需求包含了马斯

洛提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关系需求等同于情感

需求，成长需求等同于自我实现需求。［16］143－144 当较低

等级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人类的需求就会进一步提

升。19 世纪前中期，华人移民初到星洲，生存需求是

这一时期的头等需求。及至 20 世纪初，新加坡作为

全球交通枢纽的地位日益凸显，经济蒸蒸日上，华商

资本日趋雄厚，华人移民在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之后，

进一步追求情感上的满足感。据记载，20 世纪早期，

新加坡的橡胶园、锡矿比比皆是，当地的娱乐消费产

业发展也与当时橡胶、锡矿的价格涨落密切相关。当

价格上涨时，华工收入丰厚，他们就到埠头看戏，这便

促进了娱乐消费产业的繁荣。及至 20 世纪 20 年代，

东南亚整体戏曲市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据粤剧演员刘国兴回忆，这一时期，东南亚活跃的粤

剧艺人达到 2000 人以上。［17］72

游艺场用商业体系消解了各个华人社群的边界，

将其同化为市场体系中的消费者。这一时期，游艺场

中粤剧的传播对象从神庙戏台下的来自同一方言社

群的同乡移民，延伸到涵盖各个方言社群、各行各业

的华人群体。［18］26 这一时期，粤剧表演凸显了中华文

化与其他族群文化的差异性。与此同时，来自不同地

域的华语戏曲的相似性也进一步显现。在自我与他

者的对比中，华人的身份认同逐渐从社群认同转向族

群认同。

( 二) 灵韵的消散

所谓“灵韵”，是指存在于特定时空中的奇特灵

气，是不可贴近的遥远之物的显现。神庙戏台上的粤

剧依托宗教仪式而展开，其灵韵表现为宗教信仰笼罩

下的不可接近性与独特性。瓦尔特·本雅明认为灵

韵的消散来自大众对事物“更容易接近的愿望”［19］28。

经济场域中的粤剧之灵韵在现代货币流通体系与粤

剧的自我景观化中消散。

“不可接近性”是指艺术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粤

剧作为酬神戏，直接服务于具有权威性的神明。粤剧

与神明信众( 神庙戏台下的观众) 之间有着不可逾越

的距离，因而粤剧具有不可亵渎的神圣色彩。但随着

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与大众社会的发展，粤剧从民俗

仪式转变为文化商品，影像化使其进一步从传统仪式

领域中解脱出来，其“不可接近性”在大众社会对事

物“更容易接近的愿望”以及艺术商品化的消费浪潮

中消解。“灵韵”这一概念的提出者瓦尔特·本雅明

还用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来划分艺术作品的两极。

膜拜价值起源于巫术，要求通过隐匿艺术品来保持膜

拜者与艺术品之间的距离。而展示价值来自人们与

艺术品之间距离的消解。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均体

现了人与艺术品关系的变化。［19］105经济场域中的粤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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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商品，进入现代货币体系。这种商品化的过程，

在格奥尔格·西美尔看来，会产生一种橱窗效应，也

就是说，经营者会通过增强产品的视觉冲击力来引起

消费者的注意。在粤剧从民俗仪式到文化商品的转

变中，其景观化特征是橱窗效应的体现。［20］98 在经济

场域中，不仅观众通过货币消费来“贴近”粤剧表演，

而且作为文化商品的粤剧为了提高价值，也通过不断

增强视觉吸引力来“贴近”消费者，进而消解人与艺

术品之间的距离。在从民俗场域向经济场域的变迁

中，粤剧表演从膜拜价值的一极转向展示价值的一

极，粤剧的不可接近性进一步消散。

此外，民俗场域中粤剧仪式的演出具有即时即地

性。粤剧仪式一般于神诞日在神庙戏台上举行，其演

出时间、地点乃至程序都有严格的要求，而且神庙戏

台上演员的每一次表演都是不可复制的，因而具有独

特性。而演剧台上的粤剧，作为文化商品，其演出时

间从某个神圣节日转变为表演单上的一栏，其演出频

率也由剧目的卖座程度决定。据记载，在新世界游艺

场，具有广泛观众基础且善于创新的粤剧每天都会进

行展演。［8］465

粤剧电影更以其机械复制性，打破了粤剧传播的

时空限制，消解了粤剧演出的即时即地性。粤剧电影

《白金龙》作为商业戏曲电影的第一次尝试，在上海、

广州、香港以及东南亚华人聚居区广泛传播。作为机

械复制品，《白金龙》将名角薛觉先的精彩演绎以影

像的方式在各个电影院传播。虽然该电影在各地的

上映时间不同，但是各地观众却在消费具有同一性的

影像。这种艺术表演的共同性取代了艺术的独特

性［21］133，这也是其灵韵消散的主要表现之一。

四、“文化中国”的想象与文化共性的确认

“文化中国”是 19 世纪 80 年代新儒家学者杜维

明提出的学术概念。“文化中国”超越地域观念，强

调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性，是一个以文化和语言为纽带

的想象的共同体。经济场域中的粤剧，其宗教意义在

商业的价格体系以及对受众的讨好中趋于瓦解，但是

作为体现文化差异性、族群差异性的族群标识，其文

化意义得到凸显。粤剧电影以华人群体为主要受众，

通过在影像中呈现故土风貌和乡音民俗，承载“文化

中国”的想象，满足华人移民的审美期待和国族想

象，强化华人族群的文化认同感与族群认同感。

互动仪式链理论是兰德尔·柯林斯提出的社会

学理论，是仪式传播理论的重要发展。［22］42 互动仪式

一般具备四个要素，即身体的在场、局外人的限制、共

同的关注焦点和共享的情感状态，四个要素彼此影

响。［23］214电影院内，粤剧电影的播放是一对多的传播

模式，这一传播情境构成了完整的互动仪式。

其一，身体的在场。兰德尔·柯林斯特别强调

“亲身在场”的重要性。来自不同方言社群的华人移

民共同端坐在封闭的电影院内，他们即使彼此互不相

识，甚至没有注意到在场的其他人，也会因为身体的

在场而彼此影响。

其二，局外人的限制。一方面，从商业角度来看，

观众只有付费才能进入电影院。“凡入戏场看戏者，

皆须另购座票，否则不可入内。”［9］91 粤剧电影作为文

化产品，在上映前便已设定好受众群体。作为粤剧电

影的目标受众，华人群体通过付费的方式获得入场

券。另一方面，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华传统艺术具有

相似，甚至相同的表演方式和美学原则。只有具备相

同文化背景的华人，才能领略电影所表达的意趣。这

在无形中限制了其他族群的“入场”。

其三，共同的关注焦点。粤剧电影以中国人为主

角，讲述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故事。新加坡的曼罗电影

院是南洋电影公司为资助新加坡工商补习学校而设

立的电影院。在宋蕴璞的记载中，曼罗电影院播放的

影片通过呈现西湖、孔林等风景，“欲使南洋侨胞有

所观感，藉以激发起爱慕国家之思想”［9］79。在这种播

放仪式中，电影影像的象征意义超越了电影的故事内

容，充满中国元素的影像承载了华人移民对故土的想

象，成为代表族群共同起源的神圣象征物。

其四，共享的情感状态。电影院营造了一个高密

度的华人族群聚集空间，置身其中的华人观众在故土

影像与 其 他 同 族 移 民 的 包 围 中，发 现 族 群 的 同 一

性。［24］4相同的审美认知与伦理道德观在对电影故事

情节的不自觉反映中得到反馈与确认，由此华人族群

的认同感和共识感得以深化，华人族群更加团结。参

与者通过身份认同走出身份迷失，获得情感能量。此

外，粤剧作为族群标识的符号在一次次互动仪式中得

到确认，同祖同源的身份也在故土影像的呈现中不断

得到确认。

五、粤剧的影像化加深故土想象及身份认同

身份是通过差异和区别进行构建的。只有借助

他者，“身份”才能得以构建。［25］56 消费社会研究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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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代社会已经从“物的消费”逐步过渡到“符号消

费”，通过符号满足人们对差异的追求，证明人们的

身份。［26］8在这个意义上，商品既是建构认同的材料，

又是认同表达的象征。［27］9游艺场中的粤剧，既是显现

文化差异的族群标识，也是经济场域中重要的文化商

品。华人移民通过对具有族群标识地位的粤剧的消

费来确认自己的族群身份。

华人族群对粤剧和粤剧电影的消费，对自我以及

他者而言，是对其族群身份的确认。以作为文化工业

的电影产业为例，在经济场域中电影先天性地被打上

了族群的标签。据宋蕴璞记载，“至于电影院，则小

坡有西洋电影院一处，所演皆外国影片，其价昂贵。

又海边电影院，一处名曰曼罗电影院，内分二部，一部

演中 国 片，一 部 演 外 国 片，其 价 为 一 元 与 五 角 二

等”［9］91。人们根据“西洋”与“国产”的划分，将电影

打上族群的标签。而被打上不同族群标签的电影作

为一种商品，也吸引不同族群的观众观看。以族群作

为文化商品的标签，是商品体系的归类方式，也是文

化商品表现自身独特性的手段。海外华人对中国文

化及道德传统具有很强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得他

们与新加坡的当地居民不同，而对具有族群标签的文

化商品的消费是区别他们与当地居民的方式之一。

粤剧演出、粤剧电影等文化商品，通过强调自己

的民族文化身份及族群标签，在全球化浪潮下凸显族

群个性，并以此来占据市场。商业化的粤剧似乎“深

谙”符号消费之道，它将自己定位为民族文化，利用

全球化背景下华人移民的身份焦虑，通过华人移民对

故土影像的消费，来满足他们的故土想象与身份认同

需求。如电影《白金龙》的报纸广告( 见图 2) 将电影

定位为“开国产电影之光荣史”，突出其国产电影的

身份。以《白金龙》打开南洋电影市场的天一影片公

司( 即后来的邵氏兄弟电影公司) 更是以华人移民为

受众目标，通过拍摄粤剧电影来慰藉华人移民的思乡

之情，满足他们的身份认同需求。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消费主义的繁荣为粤剧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让粤剧不至于在大众消费文化的浪潮中凋零，

而是积极活跃在华人族群的休闲场所之中。并且，通

过强调族群标识的地位，作为文化商品的粤剧收获了

众多拥趸。

在包罗各个族群的商业场域中，粤剧通过强调族

群标签，让华人族群在进行戏曲文化消费时，确认族

群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华人族群内部的相似之处不

断得以强调，这也使“我族”和“他族”的差异性不断

强化。一方面，对戏曲的消费偏好体现了华人族群的

审美共性，粤剧营造了共通的审美空间，使族群间的

文化共性得到确认。沃根认为“中国人是戏剧的狂

热爱好者”［28］70。随着戏曲的商业化，戏曲的受众不

再局限于同一方言社群的民众，而是扩及整个华人群

体。沃根在书中写道:“他们的戏剧中似乎没有明确

的情节，听说这些戏剧是其他朝代发生的代表性事件

的演绎。但这个故事是什么，居住在海峡的中国人似

乎都不知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听得懂演员讲

话 的 华 人，不 同 的 观 众 会 表 述 出 不 同 的 戏 剧 内

容。”［28］71这段描述说明华人虽然听不懂戏曲的语言，

但仍然乐于欣赏戏曲演出。这也表明作为商业娱乐

工具的戏曲，不再是方言认同的象征物，其观众也从

同一方言社群的民众，转向广阔的华人群体。区别于

中国境内单一剧种在单一地点演出的方式，新加坡游

艺场的演剧台上能同时上演不同方言剧种的剧目。

中国各剧种，虽然在舞台表述的形式、语言及音乐方

面有差异，但都有着相近，甚至相同的表演方式和美

学原则。相较于其他民族的人，华人更容易接受，甚

至可以说喜爱戏曲表演。

图 2 粤剧电影《白金龙》的报纸广告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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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其他族群无法接受戏曲艺术，无法理

解戏曲内容，也凸显了族群文化的差异性。沃根写

道:“他们会夜复一夜地坐下来观看在我们看来毫无

意义的奇观。戏剧表演包括无休止的士兵游行，偶尔

通过最荒谬性质的单人战斗来缓解。连衣裙很华丽;

长丝绸礼服上覆盖着龙和花的图案和古朴的金线装

置。这些礼服要花很多钱。”［28］75 从中我们既可以看

到热爱戏剧的华人形象，也可以由“毫无意义”“荒

谬”等词语看出作为欧美人的沃根，难以融入华人欣

赏戏曲演出的愉快氛围。

族群由族群边界维持，而族群边界来自人们主观

上对群 体 内 部 的 感 情 联 系 和 对 群 体 外 部 的 异 己

感。［29］88在粤剧通过强调族群这一商品分类标签来吸

引华人移民消费，而华人移民又通过购买粤剧表演服

务来确认族群身份的过程中，华人移民对所属族群的

感情、与其他族群的差异感都不断得到强化，而这种

强化也使族群边界得以形成与巩固。

六、结语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既作为乡土文化，扎

根异地土壤，又作为地方性民族文化，跻身全球的大

众消费文化浪潮。从限于他乡一隅的神庙戏台，到包

罗万象的游艺场，粤剧通过汲取各家之长，积极融入

商业体系和消费文化，成为极具竞争力的文化商品。

这一时期，游艺场作为承载粤剧演出的经济场域，反

映了商业体系下粤剧的发展策略及仪式意义的重构。

游艺场用商业体系消解了各类传统文化与各个社群

及族群的边界，将其同化为市场体系中的商品与消费

者。此时的粤剧表演从民俗仪式转变为文化商品。

作为文化商品的粤剧十分强调族群标签，在消费社会

的逻辑下，华人通过对粤剧的消费完成身份确认。虽

然粤剧的灵韵在影像化与商业化中消散，但粤剧电影

通过对其文化差异性的强调，将粤剧塑造成华人同源

的象征物，通过呈现故土影像，承载“文化中国”的想

象，满足华人移民的审美期待和国族想象。这一时

期，通过积极融入现代化进程与强调民族文化身份，

粤剧在各种大众消费文化激荡的新加坡落地开花，立

于不败之地。

创新是粤剧发展的推动力，也是传统文化发展的

推动力。传统文化应具有创新品格，做到与时俱进、

优化创新，从而在新时代更好地传播发展。首先，传

统文化要适应不同媒介的生存逻辑，开辟传播新领

域。粤剧一直积极顺应工业文明的发展，适应不同媒

介的生存逻辑。从 1902 年出品的第一张粤剧唱片，

到 1933 年上映的第一部粤剧电影《白金龙》，再到

2021 年上映的国内首部 4K 全景声粤剧电影《白蛇

传·情》，粤剧一直发挥着“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

神，这种创新精神亦值得其他传统文化学习。其次，

传统文化要顺应时代发展，创新表演内容。20 世纪

的粤剧吸收了国外电影、歌舞、戏剧的舞美技艺，将光

和电引入舞台设计，甚至戏服设计，以制造视觉奇观。

社会发展至视觉文化时代，传统文化的创新必然要适

应视觉文化的发展要求，要积极做好视觉呈现工作。

最后，酒香也怕巷子深，传统文化亦要做好宣传工作。

早在 20 世纪，戏园就通过报纸广告、橱窗广告等，将

名伶登台的消息广而告之，吸引观众入场消费。21

世纪，戏曲活动的表演者、组织者更应该重视宣传工

作，要了解新媒体传播的策略与逻辑，让优秀的戏曲

表演与戏曲文化进入大众视野，积极扩大受众范围。

( 责任编辑: 陈娟娟)

① 图 片 来 源 于 https: / /www． roots． gov． sg / stories － landing /stories /

themeparks－in－singapore / story，2023 年 11 月 20 日。

② 图片来源于 https: / / ent． ifeng． com /c /86aJsJjv6p7，2021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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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 Dissolution and Cultural Imagination: A Study of the Communication
Field Change of Cantonese Opera in Singapore in the 1920s and 1930s

HUANG Lu，YANG Min
( College of Humanities，Guangxi Arts University，Nanning，Guangxi 530000)

Abstract: With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in the 1920s and 1930s，the dissemination of

Cantonese Opera in Singapore also extended from the folkloric field of temple theaters to the economic field of amuse-

ment parks． The performance stages and movie theaters in the amusement parks became important venues for the

spread of Cantonese opera． In the performances in the amusement parks，Cantonese opera drew on the strengths of vari-

ous schools of thought and was actively integrated into the commercial system and consumer culture． In performing to-

gether with other Chinese operas，Cantonese opera deepened the Chines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common-

alities and dissolve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Chinese dialect communities． Comparison with other arts deepens the Chi-

nes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differences，which in turn deepens their ethnic identity． The Cantonese opera

movies in the amusement parks target the Chinese community，and through presenting images of the homeland and

folklore，they carry the imagination of“cultural China”，satisfy the aesthetic expectations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s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s，and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Key Words: Cantonese Opera in Singapore; Communication Field; Boundary Dissolution; Cultural Imagination


